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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者之词 ”与 “文人之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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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 , 宋词的发展以宋室南渡为界 ,由口头传播的 “歌者”“应歌”向以书面传

播为主 、抒发个人情感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转化 , 传播媒介除了歌者 ,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

面传播 , 词学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均成为南宋文人之词时代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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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胡适将宋词的传播划分为 3个阶段 ,即 “歌者的词———诗人的词 ———词匠的词” ,他将歌者

之词的界限划到苏东坡 ,认为苏之前是 “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 ”;诗人之词的时代则止于辛弃疾 、

刘克庄;姜夔以下到宋末元初为词匠之词
[ 1]

。在胡氏提出 “三段论 ”之前 ,王国维也曾在 《人间词话 》中提

到词至李后主而一变 “伶工之词”为 “士大夫之词 ”,无意中将词划分为两个阶段。胡氏的三段论实承王

国维 ,其理论依据主要是从词的功能论出发 ,即词的创作是否承担了言志抒怀的主要功能 。在 “伶工之

词 ”也即 “歌者之词”的时代 ,词主要是应歌而作 ,目的是尊前侑觞 ,以娱乐功能为主;进入 “士大夫之词 ”

的时代以后 ,作为艳科之词逐渐从仅仅以资娱乐的功用上升到言士大夫之身世 、家国之感慨。如果说 ,胡

氏和王氏的阶段论都是从词的功能论出发进行划分的 ,那么 ,笔者将从传播学的角度 ,将词划分为两大主

要阶段:时间上以宋室南渡为界 ,之前的唐 、五代及北宋为第一阶段 ,之后的南宋至清朝为第二阶段 。按

照词传播性质的转变 ,南渡之前的第一阶段属于词的示现媒介系统时期 ,之后的第二阶段则为再现媒介

系统时期。示现媒介时期的词以口头传播为主 , “歌者”或曰 “伶工 ”是词创作的中心 ,词人作词的对象 、传

播的媒介甚至目的 ,直接指向唱词的人 。再现媒介时期的词以书面传播为主 ,词人作词的目的逐渐转向

抒发个人身世 、情感 、社会的怀抱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 ,传播媒介除了歌者 ,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

体的书面传播。这两大主要阶段的过渡型关键人物是李清照 ,她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过渡型的关键人

物 ,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恰恰生活在南渡前后 ,而是因为她的创作和理论以及她对词和词学发展所做的自

觉的 、有意识的贡献 ,正是这种自觉意识使得李清照最终成为词史上的巅峰人物 。

一 、歌者之词

虽然王国维认为从李煜开始 ,词就已从 “伶工之词”一变而为 “士大夫之词 ”,但事实上 ,词从萌芽时期

一直到北宋 ,从文人的偶尔染指到词坛大家代有所胜 ,词的创作和传播始终没有改变应歌而作的本质 。

在此一阶段中 ,人们对词的体认也基本是以词是否能合乐为基本评价标准的 ,词与诗在这一阶段是畛域

分明的 。 “歌者之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决定着词的创作和理论基调。

词和传统诗歌最大的不同是 ,以往的诗歌并不以是否合乐为标准 ,而所谓 “填词 ”标明须按谱填词 ,词

这种文体天生就是扎根在音乐的土壤中的 ,以至于在词萌生的初期 ,歌词的创作 “正不在文字之求工”
[ 2]

,

其语言是否精致 ,内容是否高尚 ,格律是否谨严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务合于管色 ”
[ 2]

,能配合乐谱传

唱才是真正的目的。第一部曲子词集 《云谣集 》30首所录 ,绝大多数作品就都是抒写情爱之作 ,并且其吟

咏对象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甚至是歌楼妓馆的情事。作为当时民间的流行歌曲 ,其 “词俱朴拙 ,务铺叙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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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之趣 ,亦足为初期作品技术未臻精巧之证 ”
[ 2]

。

最早涉足曲子词创作的文人 ,亦多是感染了这天籁般动听的音乐和朴茂的文字 , “激赏 ”之余 ,也开始

以游戏的心情为民间流传的歌曲润色 、修饰。白居易 、刘禹锡等人就是得风气之先最早一批涉足词坛的

文人大家。刘禹锡的 《竹枝词序 》即说明其创作目的并非文人之间的案头传播 ,而是 “俾善歌者扬之”。

晚唐词坛第一大家温庭筠虽然开始将民间词的清新素朴改造为精致艳丽 ,但他的作品既然是为歌而

作 ,也不可避免带有 “歌词 ”的某些特质:

其一 , “有词无情”。虽然温庭筠在词创作中注入了文人的因素 ,语言更为雕饰俊丽 ,但其词是为哥儿

妓女们席前侑觞佐欢之用 ,而其人又恃才薄行 ,因此他的作品大多没有特定的指向 ,抒情对象不明确 ,既

不像李商隐情诗的深情缅邈 ,也不似韦庄情词的哀怨凄绝 ,只是一味铺陈女子所处居室环境的华艳 、妆容

的鲜丽 、心绪的慵倦 ,虽 “精艳绝人”,也不过是 “侈陈服饰 ,搔首弄姿 ”。

其二 , “莫知指适 ”。除了意象的堆积 ,温词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意象的跳跃和无逻辑性 。虽然从

诗歌创作风格而言 ,这种意象的跳跃和无逻辑性正像电影蒙太奇手法 ,能够将各种印象超越时间和空间

地调和在一起 ,但从作者方面而言 ,温庭筠在 “杂置 ”各类意象的时候 ,也许并无特别的脉络神理 ,也并无

特殊的用意 ,只是按照曲调的要求将各种他认为美的印象糅合到一起。

浪荡不羁的本性 、清高自负的才情使得温庭筠在创作时更偏重感性 、形象抒发 ,而少理性 、逻辑安排 ,

作为尊前花下娱乐工具的词更是如此 。李冰若 《栩庄漫记 》就曾尖锐地指出温庭筠之词往往 “以一句或二

句描写一简单之妆饰 ,而其下突接别意 ,使词意不贯 ,浪费丽字 ,转成赘疣 ,为温词之通病 ”
[ 3]

,诚为灼见 。

很难相信 , “温八叉”在 “逐弦吹之音 ,为侧艳之词”
[ 4] 5079

时会为了安排那些鲜丽的意象而费如许力气 ,也

正因为他在连缀这些意象时大多是 “跟着感觉走”,并无思维的脉络可以追寻 ,当然会带来 “如飞絮飘扬 ,

莫知指适”之叹。但可以想见 ,在民间词大多朴拙俚俗的当时 ,温词的出现一定会给人带来 “惊艳 ”之感。

可以说 ,温庭筠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创作实践 ,开启了词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花间 》时代 。作为

第一部文人词集的《花间集 》裒辑了晚唐五代 18位词人的 500首词作 ,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女性容貌 、

服饰 、姿态以及起居环境 ,包括与此相关的男女情爱 ,所谓 “儿女情多 ,风云气少 ”确是 《花间 》词的主要特

色 。作为娱宾谴兴之作 , 《花间》至多类似于今日之 “卡拉 OK大家唱”之类的流行歌曲选本 ,尽管经过了

文人 “镂玉雕琼” 、“裁花剪叶 ”的精心修饰 ,也仍改变不了流行歌曲 “本欲酒间易晓 ”的基本性质。

如果说 ,五代词人有《花间集》所不能囊括者 ,那就是南唐二主和冯延巳 。虽则王国维曾认为李煜是

变 “伶工之词 ”为 “士大夫之词”的关键过渡人物 ,冯延巳词也被王氏认为是 “堂庑特大”之作 ,论者多以深

厚广远来评价其词 ,但南唐词人的创作也还是以 “应歌”为主要目的 。陈世修之《阳春集序》云:

公以金陵盛时 ,内外无事 ,朋僚亲旧 ,或当燕集 ,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 ,俾歌者倚丝竹而歌

之 ,所以娱宾而谴兴也 。
[ 5] 27

北宋前期 ,统治词坛的多为名臣显贵 ,晏殊 、欧阳修 、范仲淹 、宋祁 、张先等人或早或晚都曾担任重要

官职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 ,不仅在政治上均大有作为 ,在学问上也领一代之风气 。但无论这一批地位显赫

的名臣在政坛及其他方面是如何叱咤风云 ,在私人娱乐方面 ,却都是善于享乐 、弦歌不绝的人 ,于不经意

间创作了影响深远的音乐文学作品。且不说钱惟演宣称 “坐读经史 ,卧读小说 ,如厕阅小词 ”,欧阳修 “游

戏作小词 ,亦无愧唐人 《花间集》”
[ 6] 24

;在为自己的《采桑子 》所作 “西湖念语 ”中 ,欧阳修亦承认作词不过

是在 “美景良辰 ”、 “清风明月 ”的 “欢然 ” “会意 ”之时 “翻旧阕之辞 ,写以新声之调 ,敢陈薄伎 ,聊佐清

欢 ”
[ 7] 120

。就在这批政坛大家主宰着文坛的时候 ,北宋初年还是出了一个柳永 ,为雍容闲雅的北宋词林奏

出了一组 “不和谐音”。柳永和晏 、欧等人恰相反 ,他几乎终身沦落民间 ,一向 “好为淫冶讴歌之曲 ”,甚至

“教坊乐工 ,每得新腔 ,必求永为辞 ,始行于世” ,其所作歌词不仅音律谐婉 ,词意妥帖 ,又多 “明白而家常” ,

“骫骳从俗” ,迎合了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向 ,故能被天下人咏之 ,以至于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 6] 34

,

成为名副其实的 “流行歌曲 ”。

如果说柳永之词是以能入通俗之乐而得流行天下 ,那么作为北宋另一词坛异响的苏轼 ,则以他的创

作一革北宋词坛旖旎婉媚之风 。不过苏轼虽然以文坛领袖的身份深刻影响了词创作的风气 ,但在北宋年

间 ,苏轼的革新并没有得到词坛的响应 ,其原因就在于他的作品违背了词最基本的要求———合乐而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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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连与他过从甚密的门生好友都对他的革新持保留态度 ,秦观即是最有力的证明 。按叶嘉莹先生的说

法 ,秦观是属于在词经过苏轼的 “诗化”努力之后的 “逆溯之回流式的重要作者 ”, “秦观在当时之未曾追

随苏轼的拓展 ,除去性格与修养之不同以外 , 就更增加了一层对词之原有的本质重新加以认定的意

义 。”
[ 8]

所谓 “词之原有的本质 ”,实在也不过是自 《花间 》以来奠定的 “柔情”基调 ,而这一基调 ,也正是音乐

口头传播的需要和 “歌者”女性化所决定的 。在这一点上 ,同时的作者晏几道作为另一位 “逆溯回流式 ”的

重要人物 , “在诸名胜中独可追步《花间》” ,也殊途同归地再一次稳固了词的 “柔情 ”本色 。

可以说 ,自民间萌芽开始到北宋的鼎盛 ,词始终没有离开过 “歌者”这个传播中心 ,不仅词人多与歌者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其所作也多为歌者应歌而作 ,除了周邦彦等专业音乐人能自度曲之外 ,多数词人创作

所依之曲调均来源于坊间之乐工歌者 。

很显然 ,初期的词创作无论是民间作品还是文人作品 ,都离不开一个中心 ——— “歌者 ”。一言以蔽之 ,

从 “歌者 ”中来 ,再回到 “歌者 ”中去 ,歌者是这一时期词的主要传播媒介。歌词创作的一条主要原则是:适

合 “歌者 ”口头传唱的需要 ,同时迎合 “歌者”和 “受众 ”两方面的审美趣味 。尽管文人的文艺素养使得词

由民间的朴拙逐步走向雅化 ,但并没有改变词以 “歌者”为中心的基本体性 ,其词或为歌者而作 ,或因歌者

而作 ,或藉歌者之口以期词之流传。将词从唐代之兴起 ,到北宋之繁盛的这一时期 ,定为 “歌者之词”传播

的示现媒介系统时期 ,即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二 、李清照:歌者之词向文人之词的过渡

词发展两百多年后出现了词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词人。从时间上说 ,李清照身处北 、南宋之交 ,无论是

国家还是词坛都处在划时代的关键时期;从词学史而言 ,她的 《词论 》乃是第一篇专门的词学论文;从创作

实践上来说 ,她被推为婉约词宗 ,以一巾帼傲立于几被男性文人所统治的词之世界 。因此 ,无论是从个人

的才华 、经历 ,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李清照之被推到词史转折的关键时期 ,都不是一种偶然。

首先 ,从词史上来看 ,词从唐代的民间发源 ,经由晚唐五代 、北宋的大批文人不断壮大其声势 ,词上升

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的主流似不可遏制 。曲调之完善 ,格律之精审 ,文字之典雅 ,作者群体之庞大已超过了

宋诗 ,其传播群体和消费群体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市井百姓 ,遍及各个社会阶层 、文化阶层。相对于主要

掌握在精英文化人手中的宋诗而言 ,词的普及范围之广 ,影响之大 ,均为宋诗所不及 。但词发展到周邦彦

时 ,随着精英文人日渐成为创作主体 ,词的创作开始呈现文人化的趋势。根据一般文体演变的规律 ,当一

种新文体被大多数文化人所接受并进行经常性的创作实践之时 ,其相关的理论亦随之开始发展 ,此时 ,李

清照《词论》以及其中一系列相关词学范畴的出现 ,无疑为北宋以前的词史做了一次总结 ,并标志着词作

为一种新兴抒情文体的成熟和理论体系的形成 。

其次 ,从李清照的个人经历来看 ,她出身书香门第 ,官宦世家 , “自少年便有诗名 ,才力华赡 ,逼近前

辈 ”
[ 9] 88

,作为一位博学多识 、天赋灵性的女子 ,李清照不仅具备了词创作的才力基础 ,而且拥有了词学批

评理论的识见基础 ,将李清照定为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两大阶段之间的转折性人物 ,其恰巧生活在南北

宋之交只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 ,她之所以能成为这个转折期的关键人物 ,主要原因在于她的创作实践和

词学理论的系统提出 。

在 《词论 》之前 ,虽然词的创作已经如火如荼 ,但是关于词学的理论和范畴的提出都十分零散 ,大多散

见于序 、跋或杂于诗话之中 ,亦可云 “破碎何足名家” ,并无有意识地对词之创作提出一个指导性的理论意

见 ,也无纵向对词之发展历史的宏观观照和横向对词人创作整体的评判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 ,李清照

的 《词论 》,既从词的音乐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对词的创作提出要求 ,又从词史的角度理顺词发展的脉络 ,最

后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对词人的创作实践提出批评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粗看来 , 《词论》似乎过分强调了词应 “协律 ”、“可歌” ,而仔细分析则可发现 ,李清照对于声律仅是泛

泛而谈 ,对于词的文学性要求却更加严谨甚至是一丝不苟 ,因此词坛名家几乎无一例外遭到了她的抨击 。

《词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第一篇词学专论 ,更在于李清照在 《词论》中提出的 “文雅 ”、“铺叙 ”、“典

重 ”、“情致” 、“故实”、“富贵 ”等一系列美学范畴至少高扬起了三面标志性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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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词创作应从以 “歌者”为中心转向以 “文人 ”为中心 ,即剥离民间(或确切地说是 “坊间”)应歌因

素 ,凸现文学创作的特色———从 “郑卫之声 ”转向 “文雅 ”,从 “词语尘下 ”转向 “典重 ”,从侧重游戏笔墨的

小令转向讲究技巧和功底的 “铺叙”长调 ,从专主艳情转向既重情致又重故实 ,由寒酸穷俭转向富贵雍容。

其二 ,词创作从歌者到文人的转向 ,应避免向诗回归而泯灭词的独特文学价值及审美特征 。词 “别是

一家”的理论强调的是词的独立性 ,因此苏轼等人的 “句读不葺之诗 ”决非当行本色语 ,这一独立性则是建

立在词独特而严格的声律基础上的。

其三 ,在 《词论》之前 ,尽管词之创作臻于极盛 ,但词学理论仍相当薄弱 。以 《词论 》为界 ,此前的词创

作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追寻 ,只能在实践中自发地发展 ,此后则是理论和实践互为引导 、互为影响 ,词的

创作逐渐走向理论与实践并行和理论引导实践的阶段 ,而后才可能出现更为全面 、系统的词学专著如王

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 《乐府指迷 》、张炎的 《词源 》等 。一种新文体的正式形成和成熟不仅仅以创作

为标志 ,而应以其理论的成熟为标志 , 《词论》一出 ,标志着有意识的 、系统的对词创作 、对词学理论进行思

考和研究的开始 , “集体无意识 ”的创作时代结束了 。理论的成熟 ,反过来促使词逐渐脱离以歌者为中心

的应歌而作的随意性和游戏性 ,促成了以文人为中心的词创作的严肃性和文学独立性的形成。

因此 ,无论是从李清照生活的时代 ,还是从其创作实践以及对于词学理论的建树 ,她都是当之无愧的

词史转折期的关键人物。可以说 ,从周邦彦的创作 ,到李清照的创作和理论 ,词才正式完成了歌者之词向

文人之词的转折 ,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三 、文人之词

朱彝尊在《词综发凡》里说:“世人言词 ,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 ,至宋季而始极其变 ”
[ 10]

。

此评颇为公允。词从唐至北宋 ,经历了民间创作为主向文人创作为主的过渡 ,所依乐曲也经历了由民间

流行的俗乐向专业音乐机构依旧曲创新声的过渡 ,而且经过大批文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将词雅化 、诗化的

努力 ,词在缓慢却不可遏制地渐渐抖落示现媒介时期凭借口头传唱的风尘气 、伧俗气 ,而走向文人创作 ,

主要凭借再现媒介之书面传播的典重高雅 。

相对于北宋之前以歌者为中心的创作特点 ,南宋以文人为中心的创作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文人酬唱 、集社风气的盛行

北宋词之流传基本依赖于乐工歌妓的口头传播 ,南宋词虽仍大多可歌 ,但大多数词人间的朋僚唱和

酬答 ,是凭借书简等再现媒介进行传达交流的 ,其中 “歌者 ”这个传播桥梁已可有可无。如《全宋词 》载辛

弃疾词中明确标出为和词 、答词 、贺词 、献词 、谢词 、题词等 ,纯粹属于文人 、朋僚之间交流往还的词作就有

259首之多
[ 7] 1867-1977

,此处统计不含赠妓 、送歌儿 、寿女眷等非文人友朋交往之作 ,亦不包括未标明题旨但

极可能是赠词或和词的作品。除了以辛弃疾为主将 、刘过 、陈亮等人为辅的豪放词派 ,南宋最重要的词派

就是以姜夔为核心 、史达祖 、高观国等人为其翼的风雅词派 ,其后的吴文英和王沂孙等人创作风格虽不同

于姜夔之清空疏宕 ,却以密丽深婉同归于风雅 。在南宋延续的繁华盛景中 ,风雅词人作词日益走到了典

雅化的狭路上去 ,这一雅化的直接催化剂便是南宋文人结社 、酬唱风气的盛行 。不少词本是社友集会时

所作或呈社友唱和之作 ,如赵长卿 《满庭芳》(晚色沉沉)词题为 “十月念六日大雪 ,作此呈社人 ”;史达祖

《龙吟曲 》(道人越布单衣)词题为 “陪节欲行留别社友 ”、《点绛唇》(山月随人)词题为 “六月十四夜 ,与社

友泛湖过西陵桥 ,已子夜矣 ”,张炎 《木兰花慢 》(锦街穿戏鼓)词题为 “元夕后 ,春意盎然 ,颇动游兴 ,呈霅

川吟社诸公 ”,等等 ,俱为明证。

文人结社酬唱 、分韵赋词的创作氛围 ,进一步推动了对声律的精研 。周密 《木兰花慢 》赋西湖十景词

之序云:

西湖十景尚矣。张成子尝赋应天长十阕夸余曰:“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余时年少气锐 ,谓

此人间景 ,余与子皆人间人 ,子能道 ,余顾不能道耶 ,冥搜六日而词成 。成子惊赏敏妙 ,许放出一

头地。异日霞翁见之曰:“语丽矣 ,如律未协何。”遂相与订正 ,阅数月而后定。是知词不难作 ,而

难于改;语不难工 ,而难于协。翁往矣 ,赏音寂然。姑述其概 ,以寄余怀云。
[ 7] 3264

此小序揭示了文人结社吟词风气的几个特点:一是互相夸耀和暗中较量;二是用语锤炼 ,力求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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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词贵在既求语工 ,更求协律 ,就像周济所说的那样:“南宋则文人弄笔 ,彼此争名 ,故变化益多 ,取材益

富 。”
[ 9] 1645

文人的结社唱和 、朋僚酬寄频繁 ,以至生活情趣的雅化 ,游乐赏玩方式的雅化 ,文人创作风气的相互

影响甚至刻意追步所欣赏的词人 ,是词在南宋风雅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北宋应歌之词和南宋应社之

词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曾有过 “各打五十板 ”的批评:“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 ,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

社 。”
[ 5] 553
南宋词和北宋词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 ,北宋词倚歌而作 ,因此多有调无题 ,但即便有调无题 ,读

者仍能从自然天成的作品中受到感发而与作者的情致产生共鸣;南宋词多有调有题 ,甚至不少南宋词前

的序言蔚为大观 ,可作独立于词作的文学作品观 ,甚至于如若不读词题或小序 ,就像闯入了令人眼花缭乱

的万花丛中 ,虽感雕绘满眼 ,浓香扑鼻 ,但注定要迷失方向不知所言 。

总体而言 ,南宋词人作词从数量上大大多于北宋及以前之词人 。据统计 ,宋代现存词作最多的词人

前 5名为辛弃疾(629首),苏轼(362首),刘辰翁(354首),吴文英(341首),赵长卿(339首)
[ 11]

,其中 ,除

苏轼身处北宋之外 ,其他 4位词人主要创作时代都在南宋 。南宋词人创作如此之富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

是文人作词不再像北宋时期那样大多是酒前花下为歌者而作 ,其态度多为游戏笔墨 ,南宋词成为文人之

间争才斗学 、交流情感 、泄愤抒怀的主要工具。尽管南宋文人词也多有 “席上作 ”,并且在席间亦有歌儿侑

觞 ,词的创作仍然不违合律而歌的主旨 ,但歌词流传的主要传播媒介却不再是歌者的坊间传唱 ,而是依靠

纸质为主的再现媒介 。简言之 ,南宋以 “合乐”与否来衡量歌词创作技巧的成熟程度 ,与北宋以 “应歌 ”为

创作目的有质的区别 ,这一区别决定了南宋文人之词开始摆脱 “应歌”的随意 ,走上以蕴藉为特性的雅化

道路。

既然词不再以 “歌者”为中心 ,而以文人酬唱为中心 ,那么词的题材内容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学界

公认南宋咏物词达到了北宋难以企及的高度 ,只不过在风雅派词人那里 ,许多咏物词 、咏自然风光的词往

往会出以 “闺情”的笔调 ,以回归词的缘情本位。咏物词多为文人集会时分韵同咏的产物 ,咏自然风光词

亦多为友朋载酒同游时酬唱的艺术创造 ,至于大量的贺词 、寿词等更是直接指向所交往的朋友同僚 。文

人之间互相的切磋和较量自然导致作词技巧的日益完善 ,词句日益精雅工稳 ,格律要求也更加精审严格 。

这种必然趋势亦使得词越来越失去广袤的传播土壤 ,越来越脱离普通群众的审美趣味 ,而逐渐成为文人

案头的纯文学产品 ,最终在民间走向式微 。

(二)以学问为词 ,以议论为词

以辛弃疾为例 ,稼轩词仅以 “豪放”二字并不能概括 ,但无论是他的豪放纵横之词 ,还是沉痛悲婉之

词 ,其 “学问 ”总是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的创作当中 , “掉书袋”是稼轩词最明显的特色之一 。对于辛弃疾

及不少南渡词人而言 ,在词中堆砌故实除了铺陈学问之外 ,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国家兴亡 、朝廷政策

实在是有太多要说的话 ,太多要表达的感慨 ,而要在几十字至多百余字的词体中抒发如此深切的情怀 ,借

重典故便可在寥寥数语中将厚重深远的情怀思致寄托其间 ,达到言简意远的目的 。

在词中大量用典以寄寓不能尽言之感慨的 ,在南宋并非稼轩一人 ,而几乎是席卷整个南宋词坛的一

股潮流 。北宋以前词多应歌而作 ,诗客为曲子词多出于无意 ,故大家之作从胸臆流出 ,自然浑成 ,不以使

事为工 。即如周邦彦 、贺铸等学富才博之人 ,也只以融化唐人诗句为长 ,到了辛弃疾等词人 ,则经 、史 、子 、

集 ,儒 、释 、《庄》、《骚》 ,无事不可入 ,无意不可入 ,如此纵横磅礴 ,岂是一般歌儿妓女所能仰视? 非学深才

广之文人 ,孰能为之?

其次看词的诗化和散文化 。如果说词的诗化和散文化不是辛弃疾的首创 ,尤其是词的诗化早在北宋

就已现端倪 ,词的散文化在苏轼处也已发端 ,但在以 “应歌 ”为主的北宋毕竟未成气候 ,苏轼也只是偶或为

之 。到辛弃疾等词人处 ,则已将词的诗化和散文化变为了一种惯常使用的创作手法。如 《霜天晓角·旅

兴 》中 “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醉 。明日万花寒食 ,得且住 、为佳耳 ”句 ,词中常用 “矣”、“耳”、“也 ”等本属

散文化的语气助词 ,诗中尚且忌用 ,何况词乎。但此等语却常被辛弃疾驱使于词中 ,读来感觉早已不是可

歌之词 ,而是可赋之文了。

完全可以说 ,南宋词人尚堆砌故实 ,以学问为词 ,其中辛派词人更以议论为词 ,将词进一步推向诗化

乃至散文化 ,词至此时 ,再也不是当年尊前花下的吟讴小调 ,而是可供词人任意驱使的一种兼抒情 、叙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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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等多种功能的 “全职”文体。 “诗庄词媚 ”、“诗显词隐 ”、“诗之境阔 ,词之言长” 、“诗贵酣畅 ,词贵含

蓄 ”等对词体性质的普遍认识和诗词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辛派词人这里统统都不存在了 ,不仅诗 、词间不

设畛域 ,连诗 、词 、文都有趋同之势 ,只不过有体裁长短的区别而已 。

(三)比兴寄托成为有意识的创作手段

南渡以后的词人 ,虽然日益沉湎在承平的表象下 ,可是有良心的词人仍然眷眷不忘国恨 ,黍离麦秀之

感一寓于词中;南宋末年 ,国势日衰 ,敏感的词人将忧虑之怀 、伤世之叹蕴藏在作品之中 ,即使是赋一物一

景 ,亦常流露深重缠绵之忧感。可以说这种或浓或淡 、或深或浅的忧感在南宋词人笔下一直绵延不绝 ,从

南渡辛弃疾 、李清照等人一直延续到宋末元初的遗民词人群周密 、张炎等人笔下 。只不过随着时世的变

迁 ,这种忧感从不可遏止而率然勃发如辛弃疾 ,渐渐沉淀成在歌筵酒席 、良辰美景的笼罩下挥之不去余音

绕梁的一声长叹 。

如果说 ,北宋词之富贵风流是由于社会与个体两方面因素造就的 ,那么南宋词坛主将虽亦有位高名

重之人 ,大多数词人却都是辗转漂泊 ,想获功名富贵却多以失望告终。其中如姜夔 ,辗转名门望族 ,奔走

江湖的无奈和辛酸在其词中多有流露。与之同时的史达祖亦是科考不第的文人 ,傍依权贵 ,虽一度也有

些权势 ,结局却惨淡可叹;吴文英以一布衣文人的身份 ,一生纠缠于吴 、贾党争之中 ,为人幕僚 ,郁郁不得

志;周密 、张炎 、王沂孙等作为遗民词人 ,虽说亦曾赶上富贵的尾巴 ,但家国之慨自非常人可比。奔波流徙

的惨淡生涯不可能不深刻影响到词人的性格和创作 ,即使在他们结社游赏的盛会之时 ,短暂和表面的繁

华可以暂时掩盖心灵深处的伤痛 ,但深入到骨子里的哀怨又岂能须臾释怀? 南宋词之雅化和诗化的一个

突出表现 ,便是南宋词人不再像北宋词人那样风流洒脱 ,随兴而至 ,而是将比兴寄托的作诗传统着力移植

到词创作中 ,极尽刻画形容之能事 ,将幽约怨悱之情隐寄词中 。如前人评姜夔词:

词家之有姜石帚 ,犹诗家之有杜少陵 ,继往开来 ,文中关键 ,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 ,皆借托比

兴于长短句寄之 。
[ 9] 2503

南宋咏物词多臻绝诣 ,在咏物咏景词中寄予作者感慨 ,是南宋词家常用笔法 。如史达祖最为人称道

的 《双双燕·咏燕 》词 ,很难指实其寄托之意 ,但 “应自栖香正稳 ,便忘了天涯芳信”等语被人认为暗寓了家

国隐痛 ,也不可不说是具慧眼。史达祖虽是不第文人 ,但曾师事张鎡 ,后又为韩侂胄堂吏 , “韩(侂胄)为平

章 ,事无决 ,专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贴撰旨 ,俱出其手 ,权炙缙绅 ,侍从柬札 ,至用申呈 。韩退 ,遂黥

焉 ”
[ 6] 238

,其身世经历不可不谓坎坷。韩侂胄一度大权在手 ,并且又曾有志于恢复 ,辛弃疾 、陆游等爱国英

雄都曾被招致帐下 ,虽终因志大才疏 ,伐金失败而致杀身之祸 ,与其朝夕相处的史达祖不可能没有感慨 。

高观国就曾写有一首 《雨中花》词寄怀出使金国的史达祖 ,对史达祖出使金国的厚望 ,对故国江山的追念

溢于言表:“吟倦西湖风月 ,去看北塞关山” ,是何等无奈凄壮之语 ,读之确乎 “有泪应弹 ”,其中 “文章俊

伟 ”、“平戎手段”虽为揄扬之词 ,亦可见对友人的无限期许 ,并殷殷盼望着友人功成归来 ,还能再 “酒社诗

坛 ”,吟咏唱和。

在词中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 ,能营造出含蓄凄婉 ,托旨遥深的艺术效果 。这正是南渡词人对词的文

学化 、文人化的一个重大贡献 ,也是南宋词人共同的一个艺术特点 。辛稼轩的 “不平之鸣 ”,姜白石的 “无

限伤乱 ”,史梅溪的 “怨而不怒”,吴梦窗的 “孤怀耿耿 ”,周草窗的 “尽洗靡曼”,张玉田的 “凄怆缠绵 ”,王碧

山的 “黍离麦秀”之感 ,常借咏物写景之词蕴怀感士不遇 、忠爱之忱 ,正如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所云:

词原于诗 ,虽小小咏物 ,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 、五代 、北宋人词 ,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

之 ,皆有寄托 。白石《石湖咏梅》 ,暗指南北议和事 ,及碧山 、草窗 、玉潜 、仁近诸遗民 《乐府补遗 》

中 ,龙涎香 、白莲 、蓴 、蟹 、蝉诸咏 ,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 ,非区区赋物而已 。
[ 9] 3675

如果说 ,诵北宋人词 ,无须着意品味 ,自然口舌留香 ,情韵悠然 ,能享受到作品给读者带来的直接的感

发力量和情感共鸣;那么阅南宋人词 ,就必须在反复吟诵之余 ,拨开 “敲金戛玉 、嚼雪盥花”的表层 ,穿透时

空的阻隔 ,在南宋词人心灵深处体味到那份 “落花流水春去也 ,天上人间 ”的沉痛哀婉 。

(四)词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词在南宋文人化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词学批评理论的系统化 ,以及词学理论从主要偏重音律论转向

音律与创作论 、功能论 、风格论并重。 《中国词学批评史》将北宋定为词学批评的确立期 ,将南宋定为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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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完成期 ,确有见地。

北宋词话尚处于萌芽时期 ,且往往掺杂在诗话等其他文献中 ,由于词体本身的发展限制 ,在理论上也

显得较为粗糙。南宋词话的发展和丰富不仅仅体现在数量的增加 ,更出现了专门的词学理论著作 ,形成

较完整的词学体系。王灼的《碧鸡漫志 》、张炎的 《词源 》、沈义父的 《乐府指迷》三足鼎立 ,不但对之前的

词史有相当的理论总结 ,对词的作法技巧也开始系统地提出规范性指导 。如果说主要通过口头传播的民

间音乐文学着重于感性的创造 ,那么文学体裁文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理论的成熟与系统化 ,这意味

着文人不仅仅满足于感性的发挥 ,而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对文学进行观照 、指导 。南宋词论的一个重要

特点就是改变了北宋及北宋以前逐乐而歌的随意性 ,在文学创造的层面上更加注重文字的雅化和文与声

的配合协调 ,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词学批评范畴。

首先 ,南宋词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体现在词话数量的增多。北宋能称得上词话的仅有杨绘的 《时贤本

事曲子集》一部 ,南宋的词话著作则有杨湜的《古今词话 》、鲖阳居士 《复雅歌词 》、王灼 《碧鸡漫志 》、吴曾

《能改斋漫录 》、胡仔《苕溪渔隐词话 》、张侃 《拙轩词话 》、魏庆之 《魏庆之词话 》、黄升 《中兴词话 》、周密

《浩然斋词话 》、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 》共 11部
[ 12]

。

其次 ,南宋词学理论体系的成熟还体现在词学批评家对词的理性认识的成熟。梁启超认为 《时贤本

事曲子集》是 “最古之宋词总集 ”,同时又是 “最古之词话 ”,从其名可考知词话的主要内容是搜集与 “本

事 ”相关的 “曲子 ”,并 “纪北宋中叶词林掌故 ”
[ 9] 11

。因此它的目的不在对词的创作技巧 、艺术风格 、渊源

流派等进行理论观照 。从现存几则 “词话 ”来看 , 《时贤本事曲子集》虽具 “最古 ”之开拓性 ,但是 “它的批

评意识还没有明显地呈现 ,还缺乏对词的创作主体和艺术文本进行理论形态的分析研究” , “应该说 ,早期

词话是一种将客观陈述与主观感受和谐结合的词的研究形式 ,它表现出理论上还缺乏自觉意识 ,批评观

念还欠成熟的状况。”
[ 13]

南宋鲖阳居士的 《复雅歌词序》明确打出了他的理论旗帜 ——— “骚雅 ”。从对词的雅化的角度来看 ,他

的某些认识和李清照颇为相近 ,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 。他所标举的 “骚雅”其实就是字穿句凿 ,在小

词的字里行间去寻觅微言大义 ,要求文人作歌词亦应遵循兴观群怨的诗教传统 ,抒发忠爱之忱。

将鲖阳居士的 “骚雅”理论继续发扬光大的是张炎的 《词源 》。张炎将 “词以协音为先”的文学与音乐

的高度和谐看成是词的第一美学要素 。这也是南宋词坛文人结社酬唱 、相与切磋精研作词技巧在理论上

的一个折射 。不过 ,张炎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他的 “骚雅 ”、“雅正”理论 ,且言之比鲖阳居士更为具体 、

更为严格:“词欲雅而正 ,志之所之 ,一为情所役 ,则失其雅正之音 ”,词本以 “言情”为标榜 ,张炎却偏说词

应该是 “志之所之 ”。当然 ,他不能无视词几百年来以 “情”为主要轨迹的发展历程 ,但是出于为其雅化理

论服务的目的 ,他只承认 “声出于莺吭燕舌之间 ,稍近乎情可也 ”,却要求词应不为风月所使 , “屏去浮艳 ,

乐而不淫”,达到 “汉 、魏乐府之遗意”。可以发现其实张炎的骚雅论其实就是要使词摆脱言情的牢笼 ,上

承香草美人 、以男女比君臣的屈骚传统 ,达到由言情向言志的回归 。

在南宋词学批评领域中另外一位最能体现词之雅化趋向和诗化趋向的理论家和理论著作应推王灼

和他的 《碧鸡漫志 》。从时间上看 , 《碧鸡漫志》是宋代第一部系统的论词专著 ,作为词论的经典地位不可

逾越。除了在音律论和词调论方面的贡献外 ,王灼论词的审美标准强调 “性情 ”、“自然” 、“中正 ”、“雅” ,

亦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和诗学的理论标准 。

如果说王灼的雅化理论和诗化理论尚属通达 ,不偏废豪放与婉约两大审美风格的话 ,那么南宋另一

理论大家沈义父的词学理论 ,就更折射出南宋尤其是中后期词坛的主要风气。沈义父的理论核心 “论词

四标准 ”,除了协音是词自发源以来就一直作为创作基石的基本特性之外 ,用字之雅 、含蓄和蕴意的婉转

曲折都是词脱离民间歌曲的通俗浅白 ,走向文人案头 、走向 “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的象征 。

总之 ,南宋词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成熟 ,以及各批评家殊途同归的 “雅正 ”、“骚雅”等理论范畴的提出

和完善 ,都折射出词已经不再是乐的附庸 ,尤其不再是民间通俗音乐的附属品 ,不再是示现媒介时期以口

头传播为主的 “应歌”之作 ,而成为了自成体系的新一代文学之体 ,成为文人之间相与琢磨 、促进的新音乐

文学。当新音乐文学所配合的音乐继续随着历史进程衰亡之后 ,词就真正进入了必须依赖再现媒介即书

面传播的纯文学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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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ers' Ci” and“Scholars' Ci”

YANGYu
(Collegeofliterature, CentralSouthUniversity, Changsha410083, China)

Abstract:Ciexperienced2 communicationphasesinregardtotheusageofcommunicationmedia:“singers'

Ci” period(fromTangDynastytoNorthSongDynasty)and“scholars' Ci” period(fromSouthSongDynastyto

earlyYuanDynasty).Duringthefirstperiod, Cipropagationmainlydependedonsingers'songs.Tobesongsof

singerswasthemainobjectiveofCi, andCiwasinthephaseoforalmedia.Duringthesecondperiod, Ciprop-

agationmainlydependedonpapermediasuchasletters, presswork, etc.ThemostimportantfeatureofSchol-

ars' Ciisthatthecreationofscholarsnolongerneededtoconsiderthetasteandliterarytrainingofsingers,

therefore, theauthorstendedtoexpresstheirpersonallifeexperience, emotionandtoexchangetheirworks.Ci

graduallybecameadelicateliteratureproductanddevelopeditsownclassicalstyle.

Keywords:singers' Ci;oralmedia;scholars' Ci;papers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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